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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变局、新发展格局与中国
外交新布局

钟飞腾

＊ 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北京１００００７）。

＊＊ 本文得到中宣部 “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项目 “大国崛起的决策与国际研究的互动机制”
资助，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百年变局下全球化进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项目编号：

２１＆ＺＤ１７２）的阶段性成果。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６９／ｊ．ｃｎｋｉ．ｆａｒ．２０２３．０１．００１

摘　要　中国外交布局正在进行新的调整。本文从百年大变局
和新发展格局的互动角度，讨论外交布局发生变化的动力机制及其
发展方向。百年大变局是一种看待中国崛起的理论框架，经济变化
先行一步，并带动其他力量的变革，包括外交布局。百年大变局的
核心是经济力量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在百年大变局之前，世界
经济运行的主要动力是发达国家，中国通过实施出口导向战略，融
入国际生产链以获得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外交布局的重心也放在
维护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并内生于中国构建的国际经济关系之中。

然而，中国经济体量壮大和发展水平提升，引起美国的打压遏制，

国际秩序被迫调整，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达国家消费能
力下降，旧的世界经济秩序失去了动力，而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
的第一推动力，因而中国逐步调整发展战略，提出了新发展格局。

在百年大变局和新发展格局的双重推动下，中国外交布局将更为重
视周边和发展中国家。

关键词　百年大变局 新发展格局 外交布局 发达国家 发
展中国家 周边 世界经济增长

中国外交布局正在进行新的调整。按照学界的一项定义，外交布局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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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国在对外关系中对与不同国家关系轻重缓急、先后顺序的安排，体现的
是一国对外关系的定位与战略。① 对于中国外交布局广为接受的说法是大国、

周边、发展中国家、多边外交和各领域外交工作这样一种顺序安排。但是，

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２年连续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均没有按照地域和国家类型划
分中国外交布局的表述，而是变为问题领域外交，特别是全球治理体系改
革、多边外交、国际抗疫合作等内容很抢眼。②２０２０年５月全国两会期间，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记者提问，阐释了中国
外交的任务和布局，传统上被视作外交布局的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等板
块已经融入全球伙伴关系这一新表述内。③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杨洁篪撰文指出： “不断完善
以周边和大国为重点，以发展中国家为基础，以多边为重要舞台的外交布
局”。④ 这是首次将周边与大国并列，且周边还被置于大国之前的新表述。在

２０２１年和２０２２年全国两会期间，外交布局中大国板块也出现了一个重要变
化，有关俄罗斯的提问被排在美国相关问题之前。⑤２０２２年１０月，二十大报
告继承了十九大报告对全球伙伴关系、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先后顺序
排列，但明显丰富了外交布局中各个板块的内涵和目标，更加突出发展中国
家的地位。⑥

上述变化预示着中国外交一种新布局的开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中
国外交布局已经呈现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顺序排列，但每间
隔５年这一顺序仍会发生变化，直至２１世纪初才基本定型为大国、周边、发
展中国家和多边这样一种安排。⑦ 在新冠疫情后，经过两年的调整，外交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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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敏：《六十年来新中国外交布局的发展———对党代会政治报告的文本分析》， 《外交评
论》，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第３２—４２页。

２０１９年３月公布的 《政府工作报告》在总结２０１８年外交工作时有如下表述：“同主要大国关
系总体稳定，同周边国家关系全面发展，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纽带更加牢固。”在论述２０１９年外交
的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时，表明 “加强与主要大国沟通对话与协调合作，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拓展
与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参见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二〇一九年三月五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人民日报》，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７日，第３版。而２０２０年５月公布的 《政府工
作报告》删除了类似表述。参见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２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５月３０日，第２版。

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５日，
第５版。

杨洁篪：《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０日，第６版。
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３月８日，第３

版；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３月８日，第４版。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６１页。
钟飞腾：《“周边”概念与中国的对外战略》，《外交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４期，第１１７—１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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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新局面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① 按照中国领导人的研判，“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大流行，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② 而百年大变局并非是
一般意义上的变化，而是一种体现时代性变迁的 “巨大转变”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过去３００年来世界已经历几次巨大转变，如今正处于另一场巨大
转变的边缘。③ 百年大变局首先指的是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层面的变革。以
国际形势变化作为中国外交政策变革的原因，是中国外交界长期接受的思
想。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与外交政策调整两者之间关系有过很清晰的论
述。１９８５年６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两个重大转变，一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从战争转向和平发展，二是对外政
策改变了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 “一条线”战略。邓小平指出： “总之，一个
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
的两个大变化。”紧接着，邓小平还指出： “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
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
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④ 从这个
意义上说，无论是判断国际形势，还是调整对外政策，都是作为搞建设的一
种手段。国际形势变化是调整对外政策的原因，但就手段而言，同样也需要
根据搞建设的需要随时调整对外政策。因此，中国外交政策调整就有两大主
因，一是国际形势变化，一是搞建设的需要。

本文将围绕中国外交布局的新调整，进一步讨论如下两个问题。一是导
致中国外交布局进一步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国际力量还是国内力量，如果是两
者形成的合力，那么就需要借助国际关系、经济学等学科知识分析百年大变
局和新发展格局的思想资源，特别是近些年学术界所重视的国内力量和国际
力量的互动。二是中国外交布局调整后下一步的主攻方向在哪里？从历史的
延续性看，未来外交布局的调整既与大变局发生之前的外交布局有关系，同
时也应当考虑下一阶段中国外交布局的发展方向是否存在独特性，即是否仍
然主要取决于经济建设的需要。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建设是中心任务，

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因而外交布局在相当大程度上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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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持不同的看法，如近期张清敏发文认为，党的二十大报告没有改变外交的总体布
局。参见张清敏：《二十大以后的中国外交：理解与思考》，《外交评论》，２０２２年第６期，第６页。

参见习近平：《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互利共赢》（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９日），载 《习近平外交演
讲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２９３页。

Ｊｏｓｅｐｈ　Ｅ．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Ｖｏｌ．３９，
２０１７，ｐｐ．６２５－６３８．

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８５年６月４日），载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
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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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发展经济所需要的国际经济关系中。随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推进和百年
大变局的演变，传统的国际经济关系必然发生深刻的转变，中国外交的任务
也变得更加多元，这对外交布局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国际秩序变革、发展战略转变与中国外交布局

中国国际问题专家非常重视国际环境对本国外交战略的影响，不定期开

展对未来１０—１５年国际环境的评估及预测研究。① 同时，在西方国际关系学
界，很早就认识到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或者国际格局的变化引发一国对外政
策的转变，并以所谓 “颠倒的第二镜像”来概括这种现象，强调国际体系不
仅是国内结构的表现形式，而且是其变化的根源。② 需要注意的是，通常大
国要比小国更能抵抗国际体系的压力，从而延缓政策变化，而小国对国际体
系的变化更为敏感和脆弱。显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今天中国作为
崛起大国已被国际社会所广泛承认。因此，国际形势的变化只是导致当前中
国外交政策变化的一个因素，另一项越来越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发展战略的调
整和国家战略目标的更新。

改革开放后很长时期内，中国做出了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但决定

中国外交布局的主要因素仍是国际形势变化。１９８８年初，中共中央提出了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并认为这是 “一个关系到我国四化建设全局的重
大战略部署”。③１９８８年３月，国务院召开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时任
国务委员谷牧在会上指出： “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的对外开放格局，即经济
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格局，为沿海地区转向外向
型经济，参加国际大循环，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④ 沿海外向型经济发
展战略的特色是只 “参加国际大循环”，并不参与国内大循环，而且早期参
与该发展战略的主要沿海地区仅限于３２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１．６亿人口。⑤

实施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时，中国经济体量比较小，无法影响国际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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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蕴岭主编：《未来１０—１５年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国际环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王缉思编著：《中国未来国际战略环境预测》，重庆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Ｐｅｔｅｒ　Ｇｏｕｒｅｖｉｔｃｈ，“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ｍａｇ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ｄ：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３２，Ｎｏ．４，１９７８，ｐｐ．８８１－９１２．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第四次全会，讨论经济形势和当前的经济工作》，《人民日报》，１９８８年
２月７日，第１版。

《讨论实施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人民日报》，１９８８年３月５日，第１版。
《我国决定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人民日报》，１９８８年４月９日，第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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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对比。而且，中国很快因国内政治原因遭遇美西方的制裁，与国际市场
的交换和竞争也遭受一定的挫折。此后，虽然国际形势出现大变动———苏联
解体、冷战结束，但在１９９２年第十四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外交布局的
排序是周边、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而非２１世纪初的大国、周边和
发展中国家的布局。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说，外交布局最优的安排应该是
西方发达国家优先，但从力量对比的角度看，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安全
上，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的中国都不强，对外政策调整并不能影响国际局势，

发展战略调整短期内也不能改变国际力量对比，因而出现了只能顺应时势布
局外交关系的局面。自身实力地位不够强是中国外交长期重视国际形势研判
的重要原因，决定外交布局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国际力量对比，而不是发展战
略。这就是中国外交布局的传统智慧。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地位的提升，中国的国内发展战略对外交布局产生了
越来越大的影响。世界银行数据表明，按现价美元计算，１９７８年中国经济总
量占世界的１．７％，１９８８年确立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时占比略有下降。

２１世纪初中国外交布局定型时，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超过４％。２０１０年
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９．１％，２０２１年上升至

１８．５％。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间，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翻了一番，占美国比重从

４０．４％上升至７７．１％。① 中国经济已经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动力。自

２０２０年起，中国的发展战略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调整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显著降低了对美西方市场的依赖。与此同时，美国也已改变自尼克松时
期以来的对华政策，将中国视作最难缠的战略竞争对手。国际体系和国内政
治经济变化的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依据过往经验对中国外交布局调
整动力的判断需要更新。

像中国这样快速崛起的大国，外交布局的调整到底更多受到国际形势变
化的影响，还是国内发展战略调整的影响，也是在学理上有待深入研究的重
大问题。如果是前者，那么外交布局有可能是极不稳定的，因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国际局势越来越不稳定。正如习近平指出： “国际经济、科技、

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今后一
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
险挑战的准备。”②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党的二十大报告表明：“世界之变、时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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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ｃ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ＮＹ．
ＧＤＰ．ＭＫＴＰ．ＣＤ。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５日，第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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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① 目前，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

中国外交特别是周边外交已构成显著影响。有两种意见值得关注。一种认

为，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构成百年大变局的显著内容，虽然美国在中国与周边

国家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总体上是消极的，但是中国通过政策调整逐步改善了

周边环境。② 另一种则认为，从国际社会关注的视角看，国际环境越来越不

稳定，特别是中美博弈加剧了周边国家的选择困境。２０２２年８月，新加坡总

理李显龙在新加坡国庆群众庆祝大会上表示， “中国和美国的分歧日渐加

深”。③ 因而，随着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周边作为中国外交布局的一个重要

板块，其发展前景并非高度确定，既可能再度破碎化，也可能形成更以中国

为中心的地区秩序。

辨析国际秩序转变、发展战略调整与中国外交之关系，学界讨论相对不

足的是发展战略调整与外交政策两者之间的关系。④ 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

解读，新发展格局 “本质上是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所确立的发展战略的调

整”。⑤ 中国主动调整内外战略的步伐非常之快，不仅是构成百年大变局的重

要主体之一，而且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既然是 “构建”，而不只是像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那样 “参加”已有的国际大循环，那就意味着无论是国内大

循环还是国际大循环，抑或两者的互动，都有可能需要经历一个从无到有的

发展过程。习近平指出，新发展格局 “是立足于中国自身发展阶段和发展条

件，充分考虑经济全球化和外部环境变化所作出的战略选择”。⑥ 也就是说，

构建新发展格局本身是综合考虑国内外环境变化的结果。既然加快形成新发

展格局是一种重大的战略抉择，那就必然涵盖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需要相

应的对外新政策加以配合。

经济学界擅长研究新发展格局，虽提及要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一属

于对外关系领域的课题，但却对 “百年大变局”重视不够，尤其是对美国放

弃长期以来的对华 “接触”政策、转而采用战略竞争对中国发展战略产生的

重大影响了解不足。早在２０１５年，张军就已指出，中国经济学家在辩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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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
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６０页。

周方银：《世界大变局下的中国周边外交》，《当代世界》，２０１９年第９期，第１１—１６页。
Ｌｅｅ　Ｈｓｉｅｎ　Ｌｏｏｎｇ，“总理华语群众大会演讲２０２２”，Ａｕｇｕｓｔ　２１，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ｐｍｏ．

ｇｏｖ．ｓｇ／Ｎｅｗｓｒｏｏ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ａｙ－Ｒａｌｌｙ－２０２２－Ｃｈｉｎｅｓｅ．
钟飞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中国对外战略的升级》，《外交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２期，第

１—３６页。
余永定：《“双循环”和中国发展战略的调整》，《中国经济报告》，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３８页。
习近平：《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互利共赢》（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９日），第２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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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前景时忽略了世界秩序这一更加基本的决定性因素。他建议应深入讨
论如下问题：“中国可以在当前全球秩序的约束下维持高速 ＧＤＰ增长吗？还
是当前由美国主导的秩序必须做出彻底改变以适应中国经济的持续崛起？”①

可惜此后多年，经济学家对世界政治问题的研究与我们转变发展格局所需要
的国际认知之间仍存较大差距。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与我们
致力于构建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是分不开的，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尤其
重要。而目前美国却不愿意接纳中国，转而在高科技领域加速对华 “脱

钩”。② 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自改革开放初期以来最大的
变化。

鉴于中国的经济体量，构建新发展格局也势必通过三种机制进一步影响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对外政策。一是中国经济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不
仅继续改变国际力量对比，也会极大地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例如，２０２２年５
月２６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题为 《（美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

针》演讲中，将中国视为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最严重的长期挑战，并表
示传统上美国等待中国自行改变的政策已经失效，从今往后美国政府将 “塑
造中国的外部战略环境”。③ 如果说美国以往的对华政策主要是在改变中国的
行为，那么从今往后则侧重于改变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这是一个巨大的变
化，也就意味着中国外交布局需要调整。

二是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述远不只是对国际形势和新发展格局的

国际背景的认识，而是一种新的有关大国崛起的理论性框架。正是在这样一
种大国崛起的新理论的指引下，中国推动新发展格局才能摆脱传统的世界经
济运行逻辑的窠臼，转而更加重视国内因素以及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力
量。与以往相比，国内和国际力量的互动将更加紧密，无论是发展战略还是
对外政策，都要求进行彼此的融通与借鉴，才能相得益彰。

三是发展战略的变化本身也会带来中国对外政策从理念、布局、战略、

机构和人事安排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在比较初级的发展阶段，经济利益的

决定性作用是很明确的，但随着迈入新发展阶段，非物质性利益的重要性相
对上升。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学界对新发展格局所需要的国际环境的讨论是
不够的，对新发展格局如何影响对外关系的讨论也不够。一个很明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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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张军：《向世界讲述中国经济》，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２１年，第５６页。
钟飞腾：《在技术制胜与中产稳定之间：美对华经济 “脱钩”前景》，《当代美国评论》，２０２２

年第１期，第５７—７８页。
Ａｎｔｏｎｙ　Ｊ．Ｂｌｉｎｋｅｎ，“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Ｍａｙ

２６，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ｔｈ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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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百年大变局、新发展格局与对外关系的相互关系分属于不同学科讨论的
话题，彼此相互分离。从实际工作看，则需要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起
来。为此，我们必须从学理层面加强对百年大变局和新发展格局相互联系的
研究，并且从对外关系的视角讨论两者的互动，从而更加稳妥地优化外交
布局。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大国崛起的新理论

在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军队召开的一次内部会议上，习近平首次使用 “大变局”

描述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格局。① 随着发展中经济体的进一步壮
大，中国领导人更加自信地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将
从 “百年大变局”中获益，要求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２０１８年６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
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
激荡”。②２０１９年５月，在江西参加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时，习近平
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③２０２１年

３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被写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用于在未来十五年中国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认识深刻复杂变化的发展环境的指导性意见。④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日益成为中国各界观察国际形势的坐标和指导对
外政策的重要方法。其提法与中国几代领导人关于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
序、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等论述一脉相承，主旨都是准确辨识国际形势巨
变以及这种巨变可能对中国发展战略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说，这样一种论述
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体系性理论有关国际体系转变
和国际秩序转型将决定性地影响国家对政策的论述也有交织。“百年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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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曲青山：《中国共产党百年与百年大变局》，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３期，第８
页。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４日，第１版。

《习近平总书记江西考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微镜头》，《人民日报》，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３日，第２
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人民日
报》，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３日，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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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要论断所蕴含的对中美两国角色和作用的趋势性判断，换成学术表述

方式，可能就意味着一种有关大国崛起的新思想和新框架。

在中国领导人提出 “百年大变局”的论断之后，中国学术界进行了深入

的解读，对 “大变局”的思想内容用学术语言做了进一步论述。例如，张蕴

岭认为，力量对比之变、发展范式的转变以及新科技革命是百年大变局的主

要内涵。① 张宇燕认为，理解百年变局可以从大国实力对比、科技进步、民

众权利意识、人口结构变化、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多边体系瓦解与重构、美

国内部制度颓势和中美博弈加剧等八个维度进行。② 林毅夫认为，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起因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所伴随的世

界格局变化。③ 胡鞍钢在对２０００—２０５０年世界经济格局、工业化格局、科学

技术格局、贸易格局、城市格局与以发电量为核心指标的现代化格局作出实

证性评估之后认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是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转

变”。④ 因此，在众多影响国际形势发展的变量中，学者们认为最为重要的仍

然是经济变量和世界经济格局。

事实上，习近平在多个场合表述 “百年大变局”的内涵时也有针对性地

做出了调整。例如，２０１８年７月，在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发表重要讲话时

指出，“未来１０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１０年，是国际格局

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１０年，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１０年。”⑤２０１９年

６月，在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上，习近平用 “三个前所未

有”来说明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

竞争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

有。”⑥２０２０年１０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当

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⑦２０２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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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蕴岭；《对 “百年之大变局”的分析与思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５期，第１—１５页。

张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９—１９页。
林毅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新发展格局与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景》，《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３２—３４页。
胡鞍钢：《中国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基本走向与未来趋势》，《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５２页。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６日，第１版。
习近平：《坚持可持续发展，共创繁荣美好世界———在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

会上的致辞》，《人民日报》，２０１９年６月８日，第２版。
《深刻认识推进量子科技发展重大意义，加强量子科技发展战略谋划和系统布局》，《人民日

报》，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８日，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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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在中国科学院、工程院和科协的大会上，习近平又再次强调，当今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

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①２０２１年８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外交部
编写出版 《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一书，进一步将 “百年大变局”概括
为四项内容：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政治和社会思潮深刻演变。②

从新近有关大国崛起的理论研究来看，即便是处于权力转移过程中的两
个大国，不同问题领域的权力更替顺序也是不同的。美国学者丹尼尔·德雷
兹内沿用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形成的分类法，认为崛起
国的反霸权战略在生产贸易、安全、意识形态和金融等问题领域各有不同，

其本质在于这些问题领域的权力转移具有不同的成本和收益。一个理性的挑
战国在冲击霸权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时，首先应考虑远离物质领域的观念和意
识形态，其次是生产和贸易领域，再次是安全领域，最后才是金融领域。③

中国政府对 “百年大变局”核心内容所做的总结，与上述反霸战略所涵
盖的问题领域有一定的契合度。２０２１年５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国际传
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今后应形成同我国
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提升重大问题对外发声能力。④

《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将 “国际政治和社会思潮”列为 “百年大变局”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反映出国际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长期被西方主导这一态
势正在发生质的变化。事实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
国家本身就被美国视作挑战，只是在某个时期这种挑战的严峻性让位于地缘
政治平衡的需要。进入２１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传播效应日
益扩大，国际舆论也出现了对 “北京共识”的讨论，并将其作为与 “华盛顿
共识”争锋相对的一种发展模式。正如构造 “华盛顿共识”一词的约翰·威
廉姆森在２０１０年的一次对话中所指出的，谈论和使用 “北京共识”的多数
是外国人而不是中国人，许多发展中国家把该共识视作正确的发展道路。⑤

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８日），《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９日，第２版。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 《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１年，第１３—１４页。

Ｄａｎｉｅｌ　Ｗ．Ｄｒｅｚｎｅｒ，“Ｃｏｕｎｔｅｒ－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２８，Ｎｏ．３，２０１９，ｐｐ．５０５－５３１．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６月２日，第
１版。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ｖ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２０１０，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ｐｉｉｅ．ｃｏｍ／ｅｘｐｅｒｔｓ／ｐｏｄｃａｓｔｓ／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ｖ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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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冲击下，国际社会有关发展的思路和路径也在发生大
变革，以美国为范式的 “华盛顿共识”正趋于瓦解，西方不再认为自由贸易
有益于所有人，并提出了 “康沃尔共识”，试图加强政府的作用，以应对全
球经济变革。① 中美在贸易生产领域、科技领域以及思想领域的博弈是全球
巨变的生动体现，提醒我们应重新审视旧有范式，探索新的适应更多国家和
平发展的路径和方向。

从理论角度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包含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国崛起
需要注意的关键变量，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包括经济力量、全球治理体系 （国
际秩序和规则）、科技 （产业）以及思潮 （文化）等四项。对照传统的国际
关系叙事，“大变局”没有明确提及军事方面的变量。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是，美国在军事领域的优势仍非常巨大。例如，美国每年的军费开支比排名
前十位的其他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还要多。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总体
上认为，“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共同朝着和平与发展的目
标迈进”，② 因而军事领域的变革将是 “大变局”的结果，而不是加速 “大变
局”的主要原因。

从方法上看， “统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
“统筹”二字，既包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也涵盖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

作为可以并且需要 “统筹”的对象，中国政府认为中国崛起和外部环境之间
存在一定的矛盾，但通过排序以及筹划，两者仍然是有机统一的。因此，面
向未来，中国总的大战略构想是，充分利用科技、产业和治理体系变化所带
来的机会，尽可能联合和团结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进一步带动中国崛
起。因而，“百年大变局”既是对国际形势的一种新表述，也是在强起来阶
段或者说新发展阶段，从理论上构建大国崛起的新框架，并且将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国家列为最为重要的外交对象，这无疑将极大地改变中国的外交布
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坚定支持和帮助
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

１１

①

②

Ｇｉｌｌｉａｎ　Ｔｅｔｔ，“Ｔｈｅ ‘Ｃｏｒｎｗａｌｌ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ｉｓ　ｈｅｒｅ”，Ｊｕｎｅ　１１，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ｔ．ｃｏ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ａ４５ｅｃｃｂ－５ｅ０ｅ－４７７ａ－８２７８－ｄｂ７ｄｆ９５９ｅ５９４； Ｍａｒｉａｎａ　Ｍａｚｚｕｃａｔｏ， “Ａ　Ｎ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４，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ｓｏｃｉａｌｅｕｒｏｐｅ．ｅｕ／ａ－ｎｅｗ－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Ｋｅｖｉｎ
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ｏｒｍｅｒ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ｅｒ　Ｐｕｓｈｅｓ　Ｃｏｒｎｗａｌｌ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ａｆｔｅ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Ｄｉｅ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４，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ｏｔｔａｗａｃｉｔｉｚｅｎ．ｃｏｍ／ｎｅｗ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ｆｏｒｍｅｒ－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ａｎｋｅｒ－
ｐｕｓｈｅｓ－ｃｏｒｎｗａｌｌ－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ａｆｔｅｒ－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ｄｉｅｓ．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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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和发言权”，① 这些都是以往未曾出现的新表述。

三、非西方国家经济崛起与全球经济治理变迁的关键十年

由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构成了百年大变局最为重要的支

柱，中国外交也应该因势利导做出重大调整。不过，正如上文指出，权力转
移在不同问题领域耗时不同，从经济实力对比变化到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结构
的全面调整是一个更漫长的进程。那么就需要做出一个重大的判断：是等待
实力地位持久变化引发治理机制全面变革之后，中国以跟随者的身份做出外
交调整？还是进一步认识发达国家经济实力地位变迁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

关系，把握其中发生前瞻性变化和转折性变化的重大契机，以建设者和引领
者的身份做出更主动的部署和行动？显然，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是非常明确
的，在全球治理领域要做一个建设者和引领者。下文的考察显示出一项新的
经验性认识，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这一关键十年，正是美国集中创设新的国际经
济制度，而欧洲的老制度逐步退出世界舞台的时候。当时以购买力平价计
算，３０个西欧国家的经济总量从这个十年之初相当于美国１５０％下降至中期
的不足７０％，到该十年结束时稳定在９０％。根据多种机构测算，从经济总
量上看，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这十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总量占比将发生类似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美国和欧洲经济力量对比的重大位
移，因而这十年也将是国际经济制度发生变迁的重大契机。

“百年大变局”的判断首先建立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大经济势力
的经济力量对比上。在这一项上，有三个关键事实需要加以确认。一是过去
三十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在加速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数据显示，以购买力平价 （ＰＰＰ）衡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十年间，

ＩＭＦ所定义的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平稳在３７．０％。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这十年，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比升至

４３．０％，２１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又上升至近５３％。２０１７年跃升至５６．２％，

２０２６年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可能超过

６０％。② 因此，习近平２０１９年在讲话中指出，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２１

①

②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
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６０—６２页。

根据ＩＭＦ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发布的 《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计算整理，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ｅｎ／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Ｏ／ｗｅｏ－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２０２１／Ｏｃｔｏｂ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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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这一论断主要就是建立在过去三十年的历史事
实基础之上。ＩＭＦ所界定的发达经济体包括 “亚洲四小龙”，按照大多数人
的理解，“四小龙”实际上就是新兴市场，那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
总量的占比还要增加约４个百分点，从１９９０年的４０％上升至２００５年的

５０％，２０１８年又进一步超过６０％。因此，中国领导人选择在此前后对外公
开提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列为
首要变量，其基础正是这一群体的经济总量占比上升了２０个百分点的历史
事实。

二是过去１００多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占比经历了由衰而盛的历史过
程。尽管多数学者认为， “百年大变局”中的 “百年”是一个虚数，是体现
中国文化中对巨大和持久的变化的一种表述，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中国
领导人在使用数字表述时仍有具体的时间限制。例如，邓小平曾经在香港问
题上反复强调 “五十年不变”，在发展战略上提出 “三步走”等都有清晰的
时间约束。① 因此，以百年为尺度，也不妨是我们看待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
家力量对比的重要方法。如表－１所示，以购买力平价计算，２０２１年，经济总
量占世界比重在１％ （包括接近１％的三个经济体———澳大利亚、波兰和埃
及）以上的经济体总共有２０个，合计占世界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三。以此为
标准算作世界上经济比较重要的国家，那么１９１３—２０１２年间这些国家的经
济增长呈现出三种态势： （１）经济总量占比上升的一组，包括韩国、巴西、

土耳其、埃及、中国、墨西哥、日本、印尼； （２）经济总量占比下降的一
组，包括美国、德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波兰；（３）基本持平
的主要是加拿大、西班牙和印度。从重要经济体中发展中国家多数占比上升
这个意义上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确已经发生了。而且，表－１还表明，增
长规模最大的是中国，占比从１９１３年的８．８％上升至２０２１年的１８．７％，翻
一番还多，并超过了美国。因此，自２０世纪末叶迄今，人类经济史上最伟
大的事件是中国经济的复兴。

３１

①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３日，邓小平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指出， “我们在协议中说五十年不
变，就是五十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参见邓小平： 《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
定》，载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７２—７３页。１９８８年６月３日，邓小平在会见 “九十年代的中国
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时指出，“对香港的政策，我们承诺了一九九七年以后五十年不变，这
个承诺是郑重的。为什么说五十年不变？这是有根据的，不只是为了安定香港人的人心，而是考虑到
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的发展战略需要的时间，除了这个世纪的
十二年以外，下个世纪还要五十年，那末五十年怎么能变呢？”参见邓小平： 《要吸收国际的经验》，
载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２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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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百年来世界主要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变化

１９１３年 （％） ２０１２年 （％） ２０２１年 （％） １９１３—２０１２年增幅 （％）

中国 ８．８　 １５．１　 １８．７　 ２１３

美国 １８．９　 １６．２　 １５．９　 ８４

印度 ７．５　 ６．１　 ７　 ９３

日本 ２．６　 ４．８　 ３．９　 １５０

德国 ８．７　 ３．５　 ３．３　 ３８

俄罗斯 ８．５　 ３．５　 ３．１　 ３６

印尼 １．７　 ２．４　 ２．４　 １４１

巴西 ０．７　 ３　 ２．４　 ３４３

法国 ５．３　 ２．５　 ２．３　 ４３

英国 ８．２　 ２．４　 ２．３　 ２８

土耳其 ０．７　 １．５　 ２　 ２８６

意大利 ３．５　 ２．２　 １．９　 ５４

墨西哥 １　 ２　 １．９　 １９０

韩国 ０．３　 １．７　 １．７　 ５６７

加拿大 １．３　 １．５　 １．４　 １０８

西班牙 １．５　 １．５　 １．４　 ９３

沙特 无 １．７　 １．２ 无

澳大利亚 ０．９　 １　 １　 １１１

波兰 １．７　 ０．９　 １　 ５９

埃及 ０．４　 １　 １　 ２５０

合计 ８２．２　 ７４．５　 ７５．６　 ９２

　 　 资 料 来 源：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２０１８；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１。

三是以市场汇率衡量，未来十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也将
超过传统的发达国家。在衡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的多种国际比
较数据中，在认定前者何时赶超美国时，美国农业部要比世界银行、ＩＭＦ等
机构预测的适当延迟一些。① 不过，按照美国农业部２０２２年发布的最新数
据②，按２０１５年实际美元价值衡量，不包括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已
经于２０１３年超过美国 （时年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为２４．４％），中国经济

４１

①

②

有关这类数据的比较可参见钟飞腾：《超越地位之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国际秩序》，《外
交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６期，第８７—９１页。

数据来源于美国农业部，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ｒｓ．ｕｓｄａ．ｇｏｖ／ｄａｔ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ａｔａ－ｓｅ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ａｔａ－ｓ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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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将于２０３１年超过美国，届时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为２２．１％、美
国为２１．７％。２０３２年，不包括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

２７．１％，而不包括美国的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２７．２％。如果将中
国列入发展中国家并作为一个整体，美国列入发达国家作为一个经济集团，

那么前者的经济总量超过后者的年份是２０３２年。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２２年间，不包
括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占比并未上升，维持在２５％。但是中国占比稳步上升
了６个百分点，从１３％到１９％，美国仅下降１个百分点，从２５％跌至２４％。

因此，这也印证了上文的一个判断，近十年来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所谓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最为核心的变量就是中国自己。

未来十年的世界，很可能形成不包括美国的发达世界、不包括中国的发展中
国家、中国和美国等相对均衡的 “四个世界”。

虽然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表述中没有明确提到政治力量对比，但
中国将自己定位于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因而倾向于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的崛起比较有利于中国，或者说中国相信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更愿意和中国站在一起。从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看，中国政府早就明确 “要
切实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把我国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
紧密联系起来”。① 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进一步明确了这样一种方向。如果中
国能够进一步团结发展中国家的力量，那么至少从体量上看，非西方世界的
分量正在快速超越西方力量，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鉴于在新兴
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一集团中，其他国家的体量以及崛起速度远没有中
国显著，也没有中国的影响大，那么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第一个支柱，

首当其冲的其实就是中国的崛起，而这也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解读 “百年
大变局”论断时的一个共识。

至于其他三个方面———科技、全球治理体系和思潮，从各种实证分析来
看，西方虽掌握着压倒性优势，但这种主导地位正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一点
尤其让中国人印象深刻，因为在习近平公开向外界提出 “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的论断之后，中美就爆发了规模空前的贸易战。这一重大经济冲突不仅
对中美两国，也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不确定性影响。ＩＭＦ的经济学家首次承
认，过去６０年来，这是与中国相关的事件———中美贸易摩擦———第一次造成
全球层面的不确定性和系统性风险，以往这类事件通常只是与美国单方面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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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８日），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４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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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一起。① 在治理方面，由于全球性问题增多，以及国家间力量对比的不
平衡，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领域和机制，这些新兴领域和机制既有可能造成
中美之间的冲突，也有可能带动中美之间的合作。

按照前文美国学者德雷兹内所总结的反霸策略的不同领域顺序来看，在
贸易战之后，美方会相当集中地关注中国在安全和金融领域发起的挑战。最
近几年，中国陆续推动成立了若干新的多边机构，有一些多边机制是对现有
体制的补充，但也有一些填补了空白。在国际金融领域，最为典型的是引领
创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ＡＩＩＢ）。② 总体而言，这些制度创新行为表明，

中国不再满足于 “加入”现有的全球秩序，而是加快建设发展中国家所迫切
需要的多边机制，特别是在基础设施融资等硬件方面需要急发展中国家之所
急。众多国家，包括英国等成为 ＡＩＩＢ的创始成员国，被一些学者视作追随
中国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的象征。之所以如此，参与国对全球金融不稳定的不
满情绪是特别重要的推动因素。同时，中国在基础设施融资、贸易和投资等
领域的强大能力，为追随其领导地位的国家带来经济利益。此外，传统国际
金融机构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受到负面影响的国家也容易接
受中国在金融领域的援助。③

因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先源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
济崛起，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进而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开辟了新的
机制。当然，这种从经济总量上升影响到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变迁路径并非
是全新的。二战结束后，美国也面临相似遭遇，并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国际经
济制度建设战略。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全球经济制度变迁的关键十年中，美国
经济力量进一步壮大而欧洲大幅度萎缩，这是导致全球性经济治理机制变迁
的重要原因。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２０１８年中美贸易摩擦发生近３０年间，新
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涨了２０个百分点，从３７％上升
至５７％，这一比重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５７％几乎
一致。前文也已经指出，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２２年间，中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上升
了近６个百分点，相当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所有发展中国
家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的增幅。因此，过去十年的确是力量对比发生巨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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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Ｈｉｔｅｓ　Ａｈｉｒ，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Ｂｌｏｏｍ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ｅ　Ｆｕｒｃｅｒｉ，“６０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Ｏｕｒ　Ｎｅｗ　Ｉｎｄｅｘ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Ｎｏｖｅｌ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ａｎ　Ａｍｏｒｐｈｏｕ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０，ｐｐ．５８－６０．

Ｍｉｒａｎ　Ｐａｒｋ，“Ｃｈｉｎａ－ｌｅｄ　ＡＩＩＢ　ａｓ　ａ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Ｏｒｄ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Ｌａｕｎｃｈ　Ｎｅｗ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２４，Ｎｏ．２，２０１７，

ｐｐ．５７－７６．
Ｊ．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Ｂｒｏｚ，Ｚｈｉｗｅｎ　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Ｇａｏｙａｎｇ　Ｗａｎｇ，“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７４，Ｎｏ．３，２０２０，ｐｐ．４１７－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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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从美国创设全球经济制度的经济基础看，如今也到了新兴市场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创新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时刻，并且中国在经济占比上几乎达到
当年美国的占比———美国农业部数据认为２０２５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
将超过２０％，因此期待中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并不为过。而２０２２年１０月

ＩＭＦ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以市场汇率计算，这一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
比重将首次超过２０％。① 也正是基于此，一个经济总量与美国相差无几的中
国，调整其发展战略以及随之而来进行新的外交布局，其影响将是全球性
的，也会引发更多国家的关注。

四、国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与外交布局

在上述集团性的经济力量对比之外，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中新旧动能的转
变也至关重要。在旧的增长动力衰减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力量是如
何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在寻求外部力量支持时究竟要依靠谁。前文提及，

２０１８年习近平在论述 “百年大变局”时也曾指出，“未来１０年，将是世界经
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１０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融入国际大循环获
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需求大幅度萎
缩，迫使中国要把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多放在创新驱动和扩大内需的基础之
上。② 随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经济总量对比的进一步变化，西方国
家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地位有所下降，而中国作为全世界出口市场的地
位日益重要，因而以往以发达国家作为主要消费市场的发展范式也在深刻变
化中。正如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１０年，中国对世界经济
增长的贡献年均接近４０％，超过Ｇ７国家贡献率的综合，是推动世界经济增
长的主要动力。③ 理解这种转变过程，对于思考和部署下一阶段中国与发展
中国家的关系十分重要。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东亚小型经济体的增长使得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

７１

①

②

③

根据ＩＭＦ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发布的 《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计算整理，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ｅｎ／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Ｏ／ｗｅｏ－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２０２１／Ｏｃｔｏｂｅｒ。

习近平：《深入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８日），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
卷），第２４７—２４８页。

国家统计局：《综合实力大幅跃升，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
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三》，２０２２年９月３０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ｓｊｊｄ／２０２２０９／ｔ２０２２０９３０＿
１８８８８８０．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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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占世界经济比重从１０％上升至１５％，① 这与它们的发展战略以及当时的国
际经济格局密切相关。东亚小型经济体高速增长的原因之一，在于实施了出

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或者说参加了日本引领的 “雁型模式”。日本作为

领头雁，将不太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通过直接投资转移到东亚 “四小龙”，东

亚 “四小龙”采取与日本类似的手段，将过时的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其他国

家，随着日本的产业升级，其他国家通过承接日本转移出去的产业也会逐步

升级。② 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所构建的经济分工格局对当时中国制定经济发

展战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美日贸易摩擦不断升级，１９８５年下半年美国

与其发达国家缔结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日本产业向外转移的规模进一步
扩大，这为太平洋地区的其他经济体，特别是中国承接包括美国、日本在内

的发达国家的产业提供了动力。③

从１９８７年党的十三大起，中国明确了 “参加国际大循环”的外向型沿

海经济发展战略，并在此过程中取得显著成效，中国外交布局逐渐倚重发达

国家是理所应当的。沿海地区近２亿人口以加工贸易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

特别是日渐深入日本主导的东亚生产网络。１９８８年３月，时任国务委员谷牧

在国务院召开的沿海地区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１９７９—１９８８年，“这９年可

说是在如何把国内建设与国际经济联系起来这个问题上，又一次实现了经济
思想的飞跃。”④ 从１９８８年开始，“改革”和 “开放”两个词组合在一起形成

了一个中国特色的复合词汇——— “改革开放”，并以方向明确的发展战略作

为指引。用当时国务院召开的沿海地区经济工作会议的总结来说，即为 “沿

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行 ‘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参加国际大循环”。

在此发展战略的引导下，中国和东亚其他经济体一样，追求出口导向、积累

外汇，并顺利加入了 ＷＴＯ。

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是二战结束以来首次在发达国家中心地带爆发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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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根据ＩＭＦ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发布的 《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计算整理，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ｅｎ／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Ｏ／ｗｅｏ－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２０２１／Ｏｃｔｏｂ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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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３６，Ｎｏ．１，１９８６，ｐｐ．２３－３４．

据原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回忆，广场协议签署后，“日本企业一改对我国投资的不重视，转为
在重化、冶金、汽车、家电等各行业，全面到中国寻找投资机会，带动韩国也来扩大投资。国务院办
公厅调研室观察到这一现象，分析认为我国整体改革还没有开始，基础设施也不完备，但应当抓住这
一次以日本为主的对外产业转移机会，可利用沿海地区机制相对灵活、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条件，扩
大开放，大力吸引投资，并在当年形成报告。领导层提出，我们应当实行沿海地区国际大循环战略，
对此加以肯定。”参见楼继伟：《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结构性改革和法治》，载黄奇帆、
楼继伟、刘世锦等：《中国经济：内生增长》，湖南文艺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９０页。

《讨论实施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人民日报》，１９８８年３月５日，第１版。



百年大变局、新发展格局与中国外交新布局

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十分重大，首当其冲的是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中的
动能转换。２００９年１２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国际
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有些国家提出世界经济 “再平衡”的口号，声称发生国
际金融危机的原因是一些国家储蓄太多、贸易顺差太大，要求新兴市场国家
降低储蓄、减少顺差、扩大内需。实际上，导致失衡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
面的，根本原因还是南北发展严重不平衡。胡锦涛强调： “目前世界经济增
长模式确实不可持续，发达国家过度消费模式难以为继，世界经济增长模式

调整势在必行。”①２０１０年２月，胡锦涛总结了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世界
经济增长格局：一是新兴市场国家逐步成为全球制造基地；二是美国等发达
国家成为全球主要消费市场；三是资源富集国家成为全球初级产品主要提供
者；四是国际资本市场形成对应的环流关系。胡锦涛还强调， “在全球需求
结构经历重大调整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对外贸易顺
差偏大、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格局难以维持。”②２０１６年１月，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东亚地区提
供高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资源的全球
经济大循环，国际市场有效需求急剧萎缩，经济增长远低于潜在产出
水平。”③

如图－１所示，世界消费支出总额 （包括私人消费和一般政府消费）和世
界商品进口总额均在２１世纪初出现了快速上升，但两者也均在２００９年和

２０１５年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这可能也是中国领导人两次作出 “有效需求急
剧萎缩”这一判断的重要依据。西方发达国家占世界商品进口额比重跌破

５０％是在２００８年，发达国家消费支出占全球比重跌破５０％是在２０１１年。２１
世纪初迄今，全世界消费支出和商品进口额翻了一番多，但发达国家占比却
下降了１０％多，其中商品进口下降幅度要大于消费支出占全球比重的跌幅。

下降１０个百分点意味着每年减少６万亿美元消费支出和２万亿美元的商品进
口额，西方发达经济体吸收全球商品进口的能力和重要性双双下降。尽管图－
１显示，在２１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期阶段，西方的进口额和消费支出额遏制
住了快速下降势头，但无法恢复到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之前，更不用说恢复到
占比６０％这一鼎盛时期的水平。这意味着我们原先深信不疑的西方的自我修

９１

①

②

③

胡锦涛：《对影响我国发展的几个重大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５日），载 《胡锦
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８２页。

胡锦涛：《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２０１０年２月３日），载 《胡锦涛文选》（第三卷），第
３３０—３３２、３３９页。

习近平：《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２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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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能力未能重现，进一步表明依赖于发达国家作为消费市场的旧发展模式的
破产。

图－１　世界消费支出、进口额和发达国家占比的变化 （１９７０—２０２１）
注：图中 “西方发达国家”指欧盟＋北美 （美国和加拿大）。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在学术界，旧的世界经济增长格局或者说旧发展模式，也被称为 “东亚
生产、美欧消费”的全球分工模式。自２００５年以来，多数学者认为，中国
的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日益成为 “全球不平衡”问题的一部分，且不可持
续，但少数经济学家认为，亚洲国家依然愿意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融资，因
为亚洲国家需要通过对美国保持贸易顺差来解决国内就业问题。①２００８年国
际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其他国家的学者也均认为， “亚洲生产、欧美消费”

之所以无法维持下去，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的消费上不去。美国存在巨额贸
易赤字，也凸显了亚洲各国再也难以通过向美国出口实现致富之路，需要找
到新的经济发展模式。② 而在美国学者巴里·艾肯格林看来，亚洲决策者早
已意识到出口导向型增长的效果得失参半，正寻求建立既依赖国内需求又倚
重出口的、更加多元的经济体系。其中，有两个国家特别突出，一个是消费

０２

①

②

余永定：《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 《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１０年第３
期，第２１—２２页。

辜朝明：《大衰退：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喻海翔译，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３３９、３４７页。
Ｗａｌｄｅｎ　Ｂｅｌｌｏ，“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ａｎ　Ｅｒａ”，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２００９，ｈｔｔｐｓ：／／ｗａｌｄｅｎｂｅｌｌｏ．ｏｒｇ／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ｔｈｅ－
ｅｎｄ－ｏｆ－ａｎ－ｅ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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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快速增长的韩国，另一个是总需求中消费增速远快于出口增速的中国。①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艾肯格林的上述观点最早发表于２００４年初，反映
的是１９９７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亚洲经济体的短暂调整，并未预料到２００４年
后旧发展模式仍得以维持数年。② 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净出口额连续五
年下滑，直到２００４年才超出１９９８年的水平，因而以支出法核算国内生产总
值中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时，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到２１世纪初这一时期，

净出口是负增长，消费的年均增速在７％左右。但在中国加入 ＷＴＯ 后，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间，消费对ＧＤＰ的贡献率年均增长１４．７％，而净出口对ＧＤＰ
的贡献率年均增长达到了惊人的７１．９％。③ 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依旧能够吸
收巨额的中国出口，中国政府并没能将经济增长方式真正转变过来，扩大出
口要比扩大内需在经济上更加容易实现。中国进出口占ＧＤＰ比重于２００６年
达到峰值后双双下降，特别是受到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２００９年占
比几乎回到了入世前的水平。④２００８年 ＧＤＰ核算中净出口同比仅增长

３．４％，而消费增长几乎是净出口增长的５倍。此后，净出口对 ＧＤＰ的贡献
率连续多年负增长，进出口占 ＧＤＰ不断下降。因此，中国领导人强调世界
（特别是美国）需求大幅度下降，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再调整势在必行。

中国向发达经济体的出口进一步揭示了对外关系格局的国际经济基础。

如图－２所示，美国占中国出口额的比重１９７８年为２．８％，至１９８８年明确构
建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时，美国占比为７．１％，整个西方发达国家占比
不足２０％。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洲的发达经济体 （日本和亚洲 “四小
龙”）占中国出口额的比重从１９７８年的４６．６％稳步上升至１９９１年的

６６．３％。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发表 “南方谈话”之后，中国开放迈入新阶段，进一
步融入发达国家市场。美国市场占中国出口比重不断上升，从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初不到１０％提升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的２０％以上。在２１世纪初中国入世
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占中国出口额的比重在４０％以上，超过了亚洲发达经济
体在中国出口格局中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这构成了２１世纪初中国外交
布局中 “大国是关键”的国际经济基础。中国入世之后，美国在中国出口中

１２

①

②

③

④

艾肯格林： 《全球失衡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教训》，张群群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１—５、７—８页。

参见Ｂａｒｒｙ　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Ｇｌｏｂａｌ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ｏｆ　Ｂｒｅｔｔｏｎ　Ｗｏｏｄｓ”，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１０４９７，Ｍａｙ　２００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ｂｅｒ．ｏｒｇ／ｓｙｓｔｅｍ／ｆｉｌｅ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ｗ１０４９７／ｗ１０４９７．
ｐｄｆ。

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２１》计算所得，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ｎｄｓｊ／
２０２１／ｉｎｄｅｘｃｈ．ｈｔｍ。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ｃ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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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数年都稳定在２１％左右，未能实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增幅，这表明美国
容纳中国的空间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扩大。而在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
之后，美国市场占中国出口额的比重终于加速下跌。在中美贸易摩擦冲击
下，再度下降至２０１９年的１６．８％。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美国市场占比略有
恢复，但 ２０２２ 年 １—１０ 月，美 国 占 中 国 出 口 额 （美 元 值）仍 下 跌 至

１６．５％。① 这一水平已经低于２０１３年，未来不排除继续下降的可能性。从长
远趋势看，美国市场占中国出口的比重可能跌落到１０％———这是目前美国市
场占德国和日本出口的比重，回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水平，也即中国确立沿
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之前的状态。

图－２　发达经济体占中国出口额的比重 （１９７８—２０２１）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图－２有一项重要事实需加以注意。在２０１２年末习近平提出 “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时，美国市场对中国的重要性正处于冷战结束以来的一个历史低
点 （１６．７％），在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最近两年，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重要
性再度下降至１６．５％。这至少说明两种情况，一是中国在美国之外寻找出口
市场的难度同样不小，世界经济增长格局的变化已经波及其他主要市场；二
是美国希望减少中国对美出口，但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国市场在中国

２２

① 《２０２２年７月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 （地区）总值表 （美元值）》，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７日，海关总署，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ｃｎ／ｃｕｓｔｏｍｓ／３０２２４９／ｚｆｘｘｇｋ／２７９９８２５／３０２２７４／３０２２７５／４６６８４４０／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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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中的占比还比较稳定，美国要主动对华经贸脱钩并不容易。不过，与

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美国被迫调整收支平衡不同，２０１８年特朗普政府主
动开启对华经贸摩擦乃至经济脱钩，不仅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也被拜
登政府所继承。从美国的战略调整来看，美国作为中国出口市场的地位最终还
会进一步下降。

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不仅反映在进出口占ＧＤＰ比重双下降
的趋势上，也突出表现在中国净出口占ＧＤＰ比重的大幅度下降。据国家统计
局数据，以人民币计价，中国贸易顺差占 ＧＤＰ的比重从２００７年的７．５％下
降至２０１８年的２．５％。在新冠疫情冲击下，该指标于２０２１年反弹至３．８％。

１９９０—２０２１年，该指标的均值为３．０％。① 而经常账户占ＧＤＰ的比重从２００７
年的９．９％迅速下跌至２０１１年的１．８％。② 从进出口占比大幅度下降、净出
口占比下降这两个指标来看，中国发展战略调整的转折点始于２００８年国际
金融危机。２０２０年８月，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也指出：“自

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③

需要注意的是，贸易顺差占ＧＤＰ比重 （也被称为净出口贡献率）只是反
映了贸易顺差增量的变化，而不能全面反映外贸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以
支出法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由国内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部分构成，在统计
上假定这三部分是彼此独立的，但事实上，净出口既包含出口也有进口，从
经济运行上看，进口商品不仅对消费和投资直接产生作用，也为我国的进一
步出口提供了原材料和零部件。在价值链贸易时代，后者的作用是不容低估
的。有研究表明，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重新测算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要比现行统计口径中的 “净出口”贡献率大得多，并且在全球价值链进一步
深化发展时，特别是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程度越深的行业，两种估计方
法的差异会被进一步放大。④ 因此，国家统计局在 《中国统计年鉴》中所列
的三部分数据，仅仅是统计意义上的一种呈现，而不表示三个部分对经济运
行的实际贡献。有学者经过测算之后发现，１９９５—２０１１年，中国 ＧＤＰ实际
增长３４８．１％，其中国内最终消费、国内资本形成和国外最终需求拉动的比

３２

①

②

③

④

依据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２１》以及相关信息计算所得，其中２０２１年数据来自国家
统计局：《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持续恢复，发展预期目标较好完成》，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７日，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ｚｘｆｂ／２０２２０１／ｔ２０２２０１１７＿１８２６４０４．ｈｔｍｌ。

数 据 来 自 世 界 银 行，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ｃ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ＢＮ．ＣＡＢ．ＸＯＫＡ．ＧＤ．Ｚ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ＸＤ。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５日，第２版。
刘梦、戴翔：《经济增长中 “净出口”作用如何被低估？———基于传统方法的修正、再测算

与比较研究》，《南开经济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４９—６７页。



外交评论　２０２３年 第１期

例分别为１３７．７％、１３４．４％和７５．９％。① 尽管国外需求的确要小于前两者，

但肯定要比统计年鉴所列数字大得多。从时间序列变化看，传统方法和新方
法衡量的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转折点均出现在２００６年，其中，按照
传统方法衡量为１５．１％，按照新方法衡量为２３．８％，２００８年后两者均有较
大幅度下降。按照新方法衡量，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外需占 ＧＤＰ的比重约为年均

１５％，而基于传统方法衡量只有３．６％。② 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
府多次强调，推动新发展格局并不是舍弃国际大循环，外需对经济增长仍然
十分重要，也从侧面证明旧发展方式的某种长期合理性。

结　　论

中美关系已降至建交以来的历史低点，再加上新冠疫情冲击以及乌克兰
危机等重大国际变故，中国政府判断世界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这预示着
中国的外部环境已经迥然不同于以往，对中国发展战略以及外交战略的影响
将十分深远。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邓小平做出时代主题进入和平与发展阶
段这样的大判断，是构成中国前一个发展战略———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的重要国际政治基础，并逐步推动以发达国家为首要的外交布局。现在
进入新一轮国际政治周期，中国政府已经调整了发展战略，做出加快形成发
展新格局的战略部署。在国际环境和发展战略的双重影响下，中国的外交布
局也正在做出调整。

本文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总量排名不靠前的情
况下，外交布局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国际形势。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
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经济总量已经达到美国的８０％，并极有可能在２１世纪
的第三个十年结束之际超过美国，中国已经是推动 “百年大变局”最重要的
力量。中国自身的变化，特别是发展战略的调整，已成为影响外交布局的更
为重要的因素。早期的经济发展战略依赖于向发达国家出口，因而外交布局
依赖于这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随着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结束以及国际政治
经济关系的调整，我们转向立足于自身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外交布局也必
然随之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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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珍倩、贾怀勤、杨贵中：《拉动经济的第三匹马：经济学视角与统计学视角》，《国际经济
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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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变局、新发展格局与中国外交新布局

外交布局调整的方向是更加重视周边和发展中国家。近两年来，加快构
建新发展格局成为中国国家发展的一项中长期战略。这一战略之所以势在必
行，并且有可能在今后十几年见效成功，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西方的进口和
消费能力下降１０个百分点，且美国对中国持续打压并进行高科技封锁，中
国被迫进行调整；二是中国的进口能力和消费能力大幅度增长，有能力为其
他寻求出口目的地的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提供市场，主动作为带动它们发
展；三是中国周边地区处于中高速增长时期，且不少经济体也在调整发展战
略和外交政策。为了适应这一发展战略的转变，外交布局更应重视周边地
区，特别是西太平洋地区。同时，鉴于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在多边外交
方面也应加大对发展中地区的投入。因而，最近两年外交布局的逐步调整，

并非是临时性的，而是与百年大变局、新发展格局等紧密联系。周边和发展
中地区的地位上升，中国外交布局的调整方向看似带有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
的色彩。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需要并且带动
一种新的全球治理机制，中国外交布局也将更加注重伙伴关系建设和全球经
济治理。以多种伙伴关系维系的多边外交已被置于大国之前，成为引领中国
迈向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工具。

本文强调，中国的发展战略与外部环境的开放性有关。中国领导人从改
革开放之初至今始终强调，外交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其主要功能是营造良好
的外部环境。多数时候经济学家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时把国际政治环境
视作常量，长期关注美国主导下的国际市场，特别是欧美市场的变化。如
今，随着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经济学家也开始意识到，中国经济能否持续
增长还取决于国际秩序是否开放，即外交和国际关系学者关注的 “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那么，在美国对华实施高科技 “脱钩”、进行全面打压的前景
下，中国能否继续获得增长并且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呢？本文认为要重视两
个基本事实。一是，美国及其西方的力量已大不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甚至也
不如超级全球化时期，“百年大变局”这一论断就是对此做出的全面研判。二
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仍然受到发达国家政策的影响，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影
响，但毕竟出现了新的替代性选项，即若干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
国家，其中中国起到核心作用，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党的二
十大报告也指出，“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一言以蔽之，世界
经济运行的逻辑已然改变。那么，内生于国际经济关系的外交布局也将发生新
的根本性变化。

（责任编辑：陈志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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